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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不孕症女性及配偶的二元应对、病耻感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为医护人员制订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方法

 

便利选取在生殖中心接受治疗的235例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夫妻支持应对量表、社会影响量表和婚姻调

适测定量表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夫妻双方二元应对、病耻感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结果
 

不孕症女性病

耻感得分显著高于配偶,二元应对和婚姻质量得分显著低于配偶(均P<0.05)。主体效应中,夫妻双方的二元应对分别对自身的

婚姻质量存在正向预测作用,夫妻双方的病耻感分别对自身的婚姻质量存在负向预测作用(均P<0.05)。客体效应中,配偶的二

元应对和病耻感分别对不孕症女性的病耻感和婚姻质量存在负向预测作用(均P<0.05)。中介效应显示,夫妻双方的病耻感均

可在自身二元应对和自身婚姻质量之间产生中介作用,且配偶的病耻感在配偶二元应对和不孕症女性婚姻质量之间存在中介效

应(均P<0.05)。结论
 

不孕症女性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病耻感和婚姻质量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医护人员应将夫妻双方作为整

体,消减夫妻双方的病耻感,协助构建夫妻共同应对体系,以提升夫妻婚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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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dyadic
 

coping,
 

stigma
 

and
 

marital
 

quality
 

in
 

fe-
male

 

infertile
 

patients
 

and
 

their
 

spous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medical
 

staff
 

develop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Methods

 

A
 

total
 

of
 

235
 

female
 

infertile
 

patients
 

and
 

their
 

spouses
 

treated
 

in
 

a
 

reproductive
 

center
 

were
 

selected,
 

then
 

they
 

were
 

in-
vestigated

 

by
 

utilizing
 

the
 

Dyadic
 

Coping
 

Inventory
 

(DCI),
 

the
 

Social
 

Impact
 

Scale
 

(SIS)
 

and
 

th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of
 

dyadic
 

coping,
 

stigma
 

and
 

marital
 

qualit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Actor-Partner
 

In-
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Results
 

The
 

female
 

infertility
 

patients
 

scored
 

higher
 

in
 

stigma,
 

while
 

lower
 

in
 

dyadic
 

coping
 

level
 

and
 

marital
 

quality
 

when
 

compared
 

with
 

their
 

spouses
 

(all
 

P<0.05).In
 

the
 

subject
 

effect,
 

the
 

dyadic
 

coping
 

of
 

the
 

dyads
 

had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n
 

their
 

own
 

marital
 

quality,
 

and
 

the
 

stigma
 

of
 

the
 

dyads
 

had
 

a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n
 

their
 

own
 

ma-
rital

 

quality
 

(all
 

P<0.05).In
 

the
 

object
 

effect,
 

the
 

dyadic
 

coping
 

and
 

stigma
 

of
 

the
 

spouse
 

ha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n
 

the
 

stigma
 

and
 

marital
 

quality
 

of
 

the
 

female
 

infertile
 

patients
 

(all
 

P<0.05).The
 

mediating
 

effects
 

showed
 

that,
 

the
 

stigma
 

of
 

the
 

dyads
 

played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ir
 

own
 

dyadic
 

coping
 

and
 

marital
 

quality,
 

and
 

the
 

stigma
 

of
 

the
 

spouse
 

played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ir
 

own
 

dyadic
 

coping
 

and
 

the
 

marital
 

quality
 

of
 

the
 

female
 

infertile
 

patients
 

(all
 

P<0.05).Conclusion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among
 

the
 

dyadic
 

coping,
 

stigma,
 

and
 

marital
 

quality
 

of
 

female
 

infertile
 

patients
 

and
 

their
 

spouses.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should
 

consider
 

the
 

dyads
 

as
 

a
 

whole,
 

alleviate
 

their
 

stigma,
 

and
 

assist
 

in
 

building
 

a
 

joint
 

coping
 

system
 

to
 

en-
hance

 

the
 

marital
 

quality
 

of
 

the
 

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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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是困扰全球适龄生育人群的重要健康问

题,是一种计划外的压力源,这种压力源来自“传宗接

代”的思想观念、父母的催生行为、亲朋好友的非议等

多方面,夫妻双方会采取各种应对策略,以试图平衡

个人、家庭和婚姻关系[1]。由于缺乏专业的不孕症压

力管理知识和技能,夫妻双方长期承受不孕症压力源

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进而影响夫妻感情和

性生活。婚姻质量是评估婚姻健康和稳定性的关键

指标,良好的婚姻质量能够增加夫妻之间的亲密互动

行为,进而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和压力,是疾病良性

转归的重要因素[2]。不孕症诱发的羞耻、焦虑、自卑

等负性情绪会降低夫妻双方的沟通互动频率,激化家

庭矛盾和降低婚姻质量。伴侣之间的相互支持是应

对不孕症夫妻婚姻危机的最佳途径[3]。目前针对不

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和婚姻质量关系的

传导机制及夫妻双方交互影响的研究欠缺。因此,本
研究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
pendence

 

Model,APIM)[4]厘清夫妻相互之间二元应

对、
 

病耻感和婚姻质量的路径关系,为制订干措施提

升不孕症夫妇婚姻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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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3-11月

在我院生殖中心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症女性及

其配偶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不孕症诊断

指南[5]中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已婚育龄期;②拟接

受辅助生殖技术,且有固定的男性配偶;③夫妻双方

均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标准:夫妻双方有一方存在语

言或认知功能障碍,或存在严重躯体或精神类疾病。
根据Ackermn等[6]提供的样本量计算方法,数据类

型为可区分的成对数据,各项中等效应量均为0.2,
期望统计功效1-β=0.8,双侧α=0.05,估算样本量

为199对。考虑到10%的无效率,则需要至少222对

夫妻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有效调查235对不孕症

女性及配偶,女性年龄24~46(32.25±4.56)岁;初
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6例,高中或中专44例,大专及

以上175例;无收入27例,有收入208例;婚龄1~18
(6.33±2.24)年;已生育子女49例。配偶年龄23~
49(34.41±6.36)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8人,高
中或中专51人,大专及以上166人;无收入6人,有
收入229人;婚龄1~20(6.41±2.11)年;有子女57
人。女性不孕原因:输卵管因素84例,子宫因素37
例,盆腔因素28例,排卵因素25例,合并或其他因素

61例。原发不孕97例,继发不孕138例。不孕时间≤
5年191例,>5年44例。本研究已通过医学伦理委

员会审批(TJ-IRB
 

20230803)。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编制,
包括夫妻双方的年龄、学历、个人月收入、婚龄、有无

子女等人口学资料,以及女性不孕原因、不孕类型、不
孕时间等不孕资料。②婚姻调适测定量表(Marital

 

Adjustment
 

Test,MAT)[7]。用于测评夫妻双方在

亲密关系中的婚姻质量,包含15个条目,总分2~158
分。分数越高,表示夫妻的亲密感受质量越高。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2,本研究中不孕症女性

及配偶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3、0.822。
③夫 妻 支 持 应 对 量 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
DCI)[8]。用于评估夫妻双方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相

互支持与应对水平,由Gmelch等[8]研发,Xu等[9]汉

化,为研究二元关系应用较广泛的测评工具。包含压

力沟通(8个条目)、积极应对(10个条目)、消极应对

(8个条目)、代办应对(4个条目)、共同应对(5个条

目)及应对评价(2个条目)6个维度37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极少”至“非常频繁”依次赋1~5
分,得分越高,说明夫妻的应对水平越高。总分35~
175分,其中消极应对为反向计分,应对评价维度不

计入总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夫妻分别为

0.683、0.686,本研究中不孕症女性及配偶的Cron-
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9、0.806。④社会影响量表

(Social
 

Impact
 

Scale,SIS)。用于测评患者或相关人

员因承受某类疾病所感受到的内外部排斥与羞耻水

平。由Fife等[10]研发,经Pan等[11]汉化,包含社会排

斥感(9个条目)、经济歧视(3个条目)、内在羞耻感(5
个条目)、社会隔离感(7个条目)4个维度24个条目,
采用4级评分法,“极不同意”至“极其同意”依次赋1~
4分,总分24~96分。分数越高,说明感知到的社会影

响程度越大,病耻感越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5,本研究中不孕症女性及配偶的Cronbach's
 

α系

数分别为0.817、0.799。
1.2.2 资料收集方法 由课题组2名成员经统一培

训后开展调查。对入院期间有配偶陪同的不孕症女

性,在取得知情同意后向夫妻双方发放问卷且现场收

回。本研究向250对夫妻发放500份问卷,回收235
对夫妻的47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4.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t检验、Pearson相关性分析。采用AMOS26.0
软件构建主客体互倚模型;采用 Ml极大似然估法估

计效应量,偏差校正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抽样

次数5
 

000次,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婚姻质量

评分比较 见表1。
表1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

病耻感、婚姻质量评分比较 分,􀭺x±s
对象 例/人数 二元应对 病耻感 婚姻质量

女性 235 109.90±26.17 71.84±17.20 103.06±23.90
配偶 235 114.77±21.94 65.13±17.93 121.78±25.74
t -11.132 23.262 -57.552
P <0.001 <0.001 <0.001

2.2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与婚姻质

量相关系数 见表2。
表2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与

婚姻质量相关系数

项目
女性

二元应对 病耻感 婚姻质量

配偶

二元应对 病耻感

女性病耻感 -0.571 1.000
女性婚姻质量 0.406 -0.537 1.000
配偶二元应对 0.614 -0.498 0.283 1.000
配偶病耻感 -0.302 0.596 -0.529 -0.611 1.000
配偶婚姻质量 0.449 -0.316 0.467 0.377 -0.458

  注:均P<0.05。

2.3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与婚姻质量

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建立主客体互倚模型,模型

的拟合指标为χ2/df=2.402,RMSEA=0.052,GFI=
0.952、CFI=0.991、TLI=0.978,拟合度良好,见图1。
主体效应中,女性与配偶的二元应对,分别对自身的婚

姻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女性:β=0.351,95%CI(0.162,
0.545);配偶:β=0.241,95%CI(0.001,0.454)]。女性

与配偶的病耻感,分别对自身的婚姻质量有负向影响

[女性:β=-0.544,95%CI(-0.830,-0.255);配偶:

β=-0.804,95%CI(-1.129,-0.475)]。客体效应

中,女性的二元应对对配偶的婚姻质量存在直接影响

[β=0.227,95%CI(0.040,0.433)]。配偶的二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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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的病耻感存在负向影响[β=-0.269,95%CI
(-0.377,-0.162)],配偶的病耻感对女性的婚姻质

量也存在负向影响[β=-0.438,95%CI(-0.743,
-0.138)]。

注:*P<0.05,**P<0.001。

图1 不孕症女性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
病耻感与婚姻质量的主客体互倚模型

2.4 病耻感在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与婚姻质

量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病耻感在二元应对与婚

姻质量间存在中介效应,即不孕症女性及配偶的二元

应对均可通过自身的病耻感间接影响自身的婚姻质

量[女性:β=0.277,95%CI(0.126,0.450);配偶:

β=0.664,95%CI(0.389,0.980)]。客体效应中,有
2条中介效应路径显著:一条为配偶二元应对→配偶

病耻感→女性婚姻质量,即配偶病耻感在配偶二元应

对与女性婚姻质量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0.362,
95%CI(0.115,0.641)];一条为配偶二元应对→女

性病耻感→女性婚姻质量,即女性病耻感在配偶二元

应对与女性婚姻质量中也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
0.146,95%CI(0.070,0.252)]。其余路径的95%CI
置信区间均包含0,效应不显著。结果见表3。

表3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对

婚姻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β 95%CI P
女性二元应对→女性病 0.277 0.126~0.450 <0.001
耻感→女性婚姻质量

女性二元应对→配偶病 -0.019 -0.085~0.020 0.298
耻感→女性婚姻质量

配偶二元应对→配偶病 0.664 0.389~0.980 <0.001
耻感→配偶婚姻质量

配偶二元应对→女性病 -0.017 -0.117~0.068 0.689
耻感→配偶婚姻质量

配偶二元应对→配偶病 0.362 0.115~0.641 0.003
耻感→女性婚姻质量

配偶二元应对→女性病 0.146 0.070~0.252 <0.001
耻感→女性婚姻质量

女性二元应对→女性病 -0.033 -0.195~0.138 0.708
耻感→配偶婚姻质量

女性二元应对→配偶病 -0.034 -0.138~0.043 0.374
耻感→配偶婚姻质量

3 讨论

3.1 不孕症女性病耻感高于配偶,二元应对与婚姻

质量水平低于配偶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性的

病耻感显著高于配偶(P<0.05),可能因为受我国传

宗接代家庭观念思想影响深远,大众普遍认为孕育下

一代是作为妻子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孕症女性可能

会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指责或过度关注,因此感到羞

耻与愧疚[13]。同时,亲朋好友常提及子女问题,社会

外部的环境压力也会进一步加重不孕症女性的病耻

感。本研究还发现,不孕症女性的二元应对及婚姻质

量水平显著低于配偶(均P<0.05),可能由于不孕症

女性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身心受到创伤,倾向于消

极应对[14];而男性在面对压力时,往往倾向于问题解

决思维[15],为不孕症妻子提供积极支持。夫妻双方

经历不孕症所承受的压力与应对策略不同可能导致

婚姻质量水平差异,不孕症女性不仅要承受传统孕育

思想的影响,还需要面对治疗过程中的焦虑及痛苦,
面临躯体与心理双重压力源[16],疏忽于夫妻间的沟

通及情感维护,故其婚姻质量的感受显著低于配偶。
3.2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对自身和

对方婚姻质量的影响

3.2.1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对自身

婚姻质量的影响 主体效应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性和

配偶的二元应对能够直接对自身的婚姻质量起到正

向作用(均P<0.05)。积极的二元应对方式能够重

新审视自我在家庭中充当的角色,重视家庭功能,促
进夫妻双方亲密关系的建立[17-18]。结果还发现,不孕

症女性和配偶的病耻感均能够对自身的婚姻质量起

到负向预测作用(均P<0.05)。不孕引起的耻辱感

导致不孕症女性及其配偶出现自尊受损、自我贬低、
焦虑和负罪感等负性情绪[19],负性情绪会加剧不孕

症的发生,形成恶性循环。
3.2.2 不孕症女性及配偶二元应对、病耻感对对方

婚姻质量的影响 客体效应结果显示,配偶的二元应

对可负向预测不孕症女性的病耻感(P<0.05),表明

来自配偶的积极应对方式可降低患者的病耻感,与胡

舒楠[20]的结果相似。高水平的支持应对能帮助患者

降低心理困扰[21]。在妻子确诊不孕症后,若配偶能

主动协调资源、提供积极的情绪价值等应对手段,妻
子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可缓解妻子不孕病耻感。
结果还发现,配偶的病耻感对不孕症女性的婚姻质量

产生负向作用(P<0.05)。可能在于男性的自尊心

理比较强烈,宣泄负性情绪的方式比妻子更加外化,
过高的病耻感使其长期处于自尊受损的负性情绪

中[22],并无意识地宣泄给妻子,进而影响婚姻质量。
此外,不孕症女性的二元应对还直接影响配偶的婚姻

质量(P<0.05),可能在于不孕症女性倾向于消极应

对,这种压力显性容易被配偶评估为身为丈夫却无能

为力的负向认知,进而影响配偶婚姻质量。
3.3 病耻感在不孕症女性及其配偶二元应对与婚姻

质量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主体效应的中介作用

包含2条路径:不孕症女性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可

通过降低自身的病耻感间接改善自身的婚姻质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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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即自身病耻感在二元应对与婚姻质量中起到部分

中介效应。客体效应的中介作用也包含2条路径:配
偶的二元应对可通过夫妻双方的病耻感而影响不孕

症女性的婚姻质量。面临生育压力时,夫妻双方均有

寻求支持帮助的动力,进而激发夫妻信息沟通、共同

决策的能力[23]。当夫妻以积极的心态替代负性情绪

时,感知不孕症的病耻感会降低。夫妻之间的积极沟

通和鼓励,会促进夫妻感情的和谐,进而提升婚姻质

量。当承受生育压力的配偶提供温暖、爱意的应对方

式时,能提升女性继续治疗的动力,进而实现更主动

的应对结果。提示医护人员应将不孕症女性与配偶

视为二元整体,关注患者状况的同时,还应注重配偶

二元应对能力的提升,同时降低其病耻感水平,进而

改善夫妻双方婚姻质量。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不孕症女性病耻感高于配偶,二元

应对与婚姻质量水平低于配偶。主体效应及中介效

应结果表明,不孕症女性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和病耻

感均对自身婚姻质量存在预测作用,且病耻感在二元

应对和婚姻质量间起中介作用;客体效应及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配偶的二元应对和病耻感分别对不孕症女

性病耻感和婚姻质量存在预测作用,且配偶的二元应

对可通过夫妻双方的病耻感影响不孕症女性的婚姻

质量。医护人员不仅要关注不孕症女性状况,还应以

夫妻二元应对为切入点,通过提升夫妻沟通技巧、拓
展双方二元应对资源等,改善不孕症夫妻双方的婚姻

质量,还可以通过不孕不育知识宣教和心理干预,缓
解不孕不育诱发的羞耻、愧疚等负性情绪,降低夫妻

双方的病耻感,以改善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本研究

仅采用横截面调查数据,忽略了各要素的阶段性变

化,今后需进一步开展纵向调查以更精准地评估夫妻

双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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